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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中国学界对地方科技立法层面关注较少，对地方立法落实科学技术进步法的实际情况缺乏系统了解和把握。因此，围绕中国各省份对2021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的落实情况，从新技术新应用的发展现状及法律环境出发，着眼于研发、应用、推广、激励和监管5个方面，对比分析地方性法规在新技术新应用的立法模式、章节设计、立法内容等方面的差异和特点。研究发现：当前中国的地方立法已经充分意识到新技术新应用立法的重要性，并尝试通过制定或修改科技创新条例予以规范。其中，普遍采取促进型立法模式，统一将新技术新应用问题作为科技创新的一部分放在综合性立法中，但章节设计缺乏系统性，条款数量较少、位置分散，问题意识淡薄；相关条款呈现出不同的立法侧重，关于新技术新应用的规制内容各有特色，但存在推广激励不足、法律责任真空等问题。建议各地应尽快加强新技术新应用立法，完善促进型立法模式，结合本地实际探索专章或专门立法的系统性制度设计，固化研发、应用、推广、激励、监管的实践经验，调整监管体系，明确违法结果，推动本区域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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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ospective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Legislation of New Technologies and New Applications in China’s Provinces Based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Law o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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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pared with the current objective demand for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the field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research and practice in the field of new technology and new application of China are still in a relatively preliminary stage. However, the relevant research pays little attention to the loc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egislation, and lacks a systematic understanding and grasp of the actual implementation of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gress law, which is difficult to meet and support the strategic requirements of managing and perfecting the system according to law. Therefore, aiming at the legislat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the Progres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vised in 2021 in Chinese provinces, the research framework of new technology and new application legislation is constructed from three aspects: legislative mode, legislative design, and legislative content. According to the development status and legal environment of new technology and new application, the differenc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new technology and new application legislation in varied dimensions a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from five aspects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pplication, promotion, incentive, and supervision. It is found that at present, China's local legislation has fully realized the importance of new technology and new application legislation, and has tried to regulate through the formulation or modific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regulations. Among which, the mode of promoting legislation is generally adopted in local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new technology and new application are unified as a part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the comprehensive legislation, but its design lacks systematicness, with few and scattered articles, as well as the weak awareness of problems. At the same time,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present different legislative priorities, the content of regulation on new technology and new application varies from place to place, but the problems of insufficient promotion incentives and vacuum of responsibility stand. Accordingly, the paper makes suggestions that, local government should strengthen the legislation on new technologies and new applications as soon as possible, improve the mode of promoting legislation by adding specific legislation chapters based on local conditions. In addition, to achieve the high-leve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elf-reliance,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R&D, application, promotion, encouragement and supervision should be enhanced, and the illegal results should be clarified by regulating the supervis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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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近年来，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深入发展，以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得到高速发展，在经济发展、社会生活、公共管理等诸多社会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然而，科学技术本身具有不确定性和高风险性[1]，人们在享受高科技为生活带来的便利和新奇的同时，也察觉到这些新事物正在对既有的社会秩序、科研范式、法律制度、伦理观念等带来不同程度的冲击[2]。对于数据共享、智能制造和疾病治疗等社会经济发展需求，大数据、人工智能和人类胚胎基因干预技术等新技术及其应用蕴含着令人期待的无限可能[3]。然而，数据泄露、机器人风险、生物安全等问题频发（分别可见于刘绍宇[4]、蔡士林等[5]、王巍等[6]的研究），也为我们敲响了警钟。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所指的新技术包括但不限于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量子技术、基因编辑等新兴技术，新应用主要指新技术在社会治理、企业管理、产业发展等领域的应用。
科技立法是促进和规范科学技术发展与应用的重要制度建设，促进科技创新、规范新技术新应用已成为立法的重要内容[7]。2019年9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坚持促进发展和依法管理相统一，不仅要重视新技术新应用立法研究的重要性，更要加强新技术新应用的法律规制。《2021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再次强调，要抓紧研究新技术新应用领域的相关法律制度，以法治促进和保障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2021年，重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以下简称“《科技进步法》”）将新技术新应用作为重点修订议题，不仅从国家层面为新技术应用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也为地方政府开展相关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依据，例如上海、深圳先后出台支持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专门条例；天津、辽宁、江苏、重庆等地也陆续出台或修订科技创新条例，补充新技术新应用条款，积极落实《科技进步法》，回应地方创新发展需求。
但较为遗憾的是，与当前科技领域创新发展的客观需求相比，对新技术新应用领域相关立法的研究和实践仍然处于较为初步的阶段，尚难以满足并支撑依法管理和完善制度的战略要求。一是从法律运行的角度看，法律的起点是立法，故法律应对新技术新应用的挑战首先是立法应对[8]。目前国家层面尚未出台专门立法，部分省份尝试在地方科技创新条例中作出积极回应，但相关立法尚未形成成熟的体系，无法完全满足新技术发展的强大需求。二是国内学界对新技术新应用议题早有研究，但研究主题主要集中在新技术新应用安全管理和科技政策研究领域，例如陈劲等[9]以人工智能及其在能源行业的应用为代表分析了新技术新应用的安全风险和治理底线；吴俊杰等[10]利用替代争议解决（ADR）方式设计出相应的风险模式和因果网络来应对大数据技术赋能城市治理的管理风险；石佳友等[11]等分析了基因编辑技术引发的技术、伦理与法律等多维度的治理问题，提出多层次、复合型的政策治理体系；罗福凯等[12]基于技术创新产权视角提出发展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实现新技术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政策建议；孙理军等[13]以加强新技术在产业领域的应用管理为目标，系统检验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要素、能力与质量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作用机制；许学国等[14]重视新技术的创新突破问题，借助演化博弈模型重点分析了关键核心技术的创新演化与驱动过程，为解决“卡脖子”技术问题提出对策建议。相关学术成果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坚实基础，但也存在整体上较为宏观、分散的问题，对科技立法领域，尤其是地方科技立法层面关注较少，对地方立法落实《科技进步法》的实际情况缺乏系统了解和把握，不利于地方立法制度承上启下和因地制宜的功能优势发挥。
当前新技术新应用领域正处于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性关口，迎来了实施科技立法探索与创新的难得机遇。为了将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纳入法律轨道之中[15]，确保新技术和新应用的发展在法律规制下避免产生不可逆转的灾难性后果，本研究系统梳理中国的地方性法规在新技术新应用领域的立法现状，进一步明确地方省份在新技术新应用领域的立法模式、章节设计、立法内容和立法特征，固化地方经验，完善制度短板，以期为下一步健全完善新技术新应用立法体系及其制度机制提供必要的研究基础。
1   理论研究构建
1.1  科学技术进步法的相关规定
2021年中国修订了科学技术进步法，并将新技术新应用作为重点讨论议题。《科技进步法》全文中，“新技术”一词共出现14次，涉及“新技术新应用”的条款共6条，包括第35、36、41、47、87、92条，通过明确监管机制、提供政策优惠、创造公平竞争环境、纳入财政科技资金重点投入方向、鼓励金融机构提供业务支持等方式，对新技术新应用进行充分鼓励和规范[16]。
一是建立了包容审慎的监管机制，即一方面对“未知大于已知”的新技术领域采取包容态度，另一方面对新技术新应用给予一定的观察期，严守安全防线，从而不仅为新技术新应用领域开展创新和监管实验营造了宽松环境，还为国家和地方相关部门采取鼓励性政策探索与试点实践提供了更高效力的立法保障。二是新增了有关“加强原始创新、开展技术合作与交流”的规定[17]，重点对开展新技术研发的企业提供研发经费加计扣除和研发仪器设备加速折旧等政策优惠，鼓励企业结合自身发展需求和国家科技战略开展产业前沿科技探索。三是新增了金融、应对气候变化等政策工具，为推进新技术新应用，在产业、财政、金融、能源、环保、气候等多元领域制定专门政策，调整政府和企业的关系，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引导企业在新技术应用过程中作出合理的经营选择。四是突出了财政性科技资金的投入重点，将新技术研发、应用、推广，尤其是将具有战略性、基础性、前瞻性的前沿技术研究，以及关系生态环境、农业开发和人类生命健康等民生问题的科技研究作为财政科技投入的重点支持方向。五是为新技术创新开辟了更多资金渠道，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通过发展科技信贷、吸引社会资本投资、完善科技保险产品等业务活动支持新技术新应用[18]。
1.2  各省份新技术新应用立法的关注重点
[bookmark: _Hlk131797385]地方立法具有承上启下的体系优势和因地制宜的功能优势，不仅能够体现国家层面的意识，将中央战略决策法治化，提高制度的稳定性、预期性，还能够细化中央层级的法律规定，更加准确地了解相关地区的优势和劣势，因地制宜地推动科技体制的深入改革。面对新一代信息技术和产业革命为新技术新应用带来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中国多个省份积极践行和落实《科技进步法》，结合地方特色和经济发展需求，通过提前谋划、科学布局，发挥地方优势，补齐地方短板，完善地方科技创新法规体系，破除地方科技创新的制度障碍。
通过筛选、分析地方性法规在新技术新应用领域的相关条款发现，不同省份在立法模式、立法设计、立法内容等方面呈现出差异性特点，体现出不同的立法侧重。立法工作紧密围绕全过程创新生态链，在坚持包容审慎原则、发展与安全并重等原则指导下，通过法治思维，从研发、应用、推广、激励、监管5个方面对新技术新应用进行重点规范，包括利用知识产权保障新技术研发，加强新技术在社会治理、企业管理、产业创新领域的应用，通过重点项目、工程、活动加强重点科技成果的释放推广，为新技术新应用提供多元化政策激励、设立底线、明确监管，营造宽容失败的法治环境，提供强有力的制度驱动力等。
1.3  理论分析框架
基于上述研究，从立法模式、立法设计、立法内容3个层面构建了地方省份新技术新应用立法的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










【图1：“科技进步法”或改为：科学技术进步法，或改为：《科技进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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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中国地方省份新技术新应用立法的研究框架

2  中国各省份新技术新应用前瞻立法章节设计对比分析
2.1 立法模式上的特点
按照立法宗旨的不同，可以将科技立法模式分为以激励科技创新、保障研发自由为宗旨的促进型立法，和以规范科研关系、规制创新活动为宗旨的规制型立法[19]；按照立法范围的不同，可以将科技立法模式分为针对特殊创新领域或特殊创新环节的专门型立法，以及涵盖所有领域或所有环节的综合型立法[20]。通过梳理地方性法规发现，有关新技术新应用的地方立法普遍采用了促进型、综合型立法模式，而非规制型、专门型立法模式。在总体层面上，相关文件均以激励创新研发、保障技术自由为宗旨，积极营造宽松失败的科研氛围，加快推动新技术的研发应用推广。《广东省自主创新促进条例》第2条和第3条规定，包括开展新技术新应用在内的自主创新应当坚持在开放中推进，在具体阶段中，在技术研发环节通过增加财政投入来支持重点领域创新，鼓励创新主体自由探索，勇敢试错、大胆研发，从而为新技术新应用提供了相对宽松的创新环境。《天津市科学技术进步促进条例》第59条第9款专门对农业等重要领域设置了财政激励，将有关农业新技术的研发活动列为市区财政性科技资金投入的重要事项，其中在技术应用和推广环节通过扩大政府采购、完善基础设施等方式为新技术新应用提供组织保障，确保创新成果能够获得较好的市场效益和社会效益，激发创新动力。《重庆市科技创新促进条例》第62条第3款通过扩大首购、订购等方式，加大对重大创新技术的采购力度。而《安徽省科学技术进步条例》第51条，通过设立专项资金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基础设施建设。

2.2 立法章节设计上的特点
通常情况下，立法遵循“编、章、节、条、款、项、目”的立法结构[21]。地方立法中有关新技术新应用的内容均以某一条文或个别款项的形式呈现，且主要出现在科技研发投入、科技成果转化、企业科技创新、基础设施建设、社会环境建设、保障措施或监督管理等章节之中，条款数量整体较少，分布位置相对分散，立法体例和立法结构相对混乱。例如，同样是有关对新技术新应用进行伦理审查的内容，《江苏省科学技术进步条例》的相关规定出现在“监督管理”章节，而《广东省自主创新促进条例》却将其放在“激励与保障”章节，相关内容都只用了一个条文中的一款，且只规定了涉及生命科学和人工智能问题的新技术伦理审查。可见，无论是从整体的立法体例还是从具体的结构布局上，都存在较大的优化空间。
3 中国各省份新技术新应用前瞻立法内容的对比分析
如表1所示，地方条例中涉及新技术新应用的相关内容主要包括研发、应用、推广、激励和监管5个重要方面，共涵盖15项立法要点。
表1  新技术新应用地方立法的关键点
	新技术及应用的立法侧重点
	关键点

	研发
	发挥地方特色；保障地方需求；保护知识产权；鼓励中小企业研发

	应用
	社会治理应用；产业发展应用；企业管理应用

	推广
	重点项目工程活动示范推广；重点成果转化推广

	激励
	人才支持；财政支持；税收优惠；金融支持

	监管
	包容审慎监管；伦理审查



3.1  新技术研发
技术研发是指新品种、新技术从创新构思的产生直至品种、技术审核确定的环节。中国对于新技术研发活动作出立法规范的地方省份不多，涉及相关条款也不多，条款类型主要有以下3类： 
一是立法侧重因地制宜，充分回应地方需求、发挥地域特色，比如天津、河南等。《天津市科学技术进步促进条例》第13条第1款规定，天津将围绕本市重点产业的技术创新需求推动信息技术、生命科学等前沿技术研发。《河南省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条例》第11条第3款规定，充分发挥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及其辐射引领带动作用，发展新技术等创新发展高地。
二是保障权益，充分保护知识产权。《广东省自主创新促进条例》第26条提出，重点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等自主品牌和区域品牌建设；第41条提出支持新技术研发，对地域特征明显且条件成熟的优势农产品以地理标志的方式实行知识产权保护。
三是补齐短板，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研发。《广西壮族自治区科技创新条例》第23条第2款规定，支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技术攻关，补齐产业关键环节和领域短板。
3.2  新技术应用
技术应用，是指工程技术、科学技术、新技术和新兴技术在各行业各领域的工程应用、实际应用。它是实现科学技术创新的重要途径，是把科学技术成果转化为实际生活应用的重要步骤。中国各省份均积极出台推动新技术应用活动的条款，包括上海、河南、广西、辽宁、广东、重庆、江苏等，相关条款呈现出3个特点：一是支持新技术在社会领域的全面应用，努力将新技术渗透于经济建设、文化创新、生态保护、民生改善等社会治理过程；二是支持新技术在产业领域的创新应用，发挥技术创新推动创新生态系统发展的核心要素作用[22]，利用新技术加强产业链和创新链的创新要素协同部署，提升产业发展的现代化水平；三是支持新技术在企业管理领域的应用创新，优化企业管理模式，实现创新资源融合重组。
各省份在3个具体应用领域的立法选择及侧重方面略有不同。整体看，关于促进产业发展应用的内容最多，关于社会治理应用和企业管理应用的最少，但普遍来看均未全部涵盖所有领域，而是从这3个应用领域中重点选取1～2个领域加以立法推动。具体如下：
一是侧重于新技术在社会治理领域的综合性应用。例如，《上海市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条例》第53条、《广西壮族自治区科技创新条例》第55条、《辽宁省科技创新条例》第27条均规定，支持将新技术应用于医疗、教育、交通、生态等众多社会民生领域。二是侧重于重点推进新技术在产业领域的应用，包括新技术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发展新兴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未来产业等，如河南、广西、广东、重庆、江苏等。以河南为例，《河南省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条例》第32条规定聚焦国际科技前沿，提质发展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部署未来产业[23]。三是侧重于加强新技术在企业管理领域的应用。例如，《河南省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条例》第22条第2款、《广东省自主创新促进条例》第25条第3款规定，支持企业利用新技术优化内部管理，推动管理模式、商业模式和运营模式创新。
3.3  新技术成果推广
技术推广是指通过试验、示范、培训、指导以及咨询服务等手段，普及传播技术、实现科技成果转化的过程[24]。目前各省份技术推广方面的立法侧重点体现在推广方式和推广内容上。一是推广方式上，强调通过重大项目、重点工程、重要活动3种形式开展重大科技成果转化示范，发挥地方特色，回应地方需求。例如，《上海市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条例》第31条规定，加快推进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发挥其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发展方面的示范推广作用；《河南省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条例》第38条第2款规定，面向“健康中原”“平安河南”等地方需求，依托重大项目、重点工程、重要活动等3种重点推广方式，推进科技成果转化示范。二是在推广内容上，强调重点推进具有高价值性、自主创新性的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如河南、上海、安徽等。《河南省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条例》第38条第1款规定，选择具有重大价值和市场前景的新技术和新产品，加快推动科技成果转化。
3.4 政策激励
对于新技术新应用采取政策激励是一个普遍趋势[25]，激励形式主要包括新技术研发和新技术应用，激励措施类型主要包括财政支持、税收优惠、金融支持、人才激励等。不同省份在不同阶段对研发投入激励的政策结构也略有差异，体现出不同的立法侧重[26]。
一是较为重视对新技术研发阶段的激励，且主要通过人才优惠、税收优惠等方式给予相应支持，如河南、广东、安徽、天津、广西、辽宁等省份。《河南省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条例》第26条第2款、《广东省自主创新促进条例》第39条等规定，对从事前沿技术突破的专业技术人员给予职称申报方面的政策优惠。《天津市科学技术进步促进条例》第16条规定，通过重大科技专项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领域的快速发展。《安徽省科学技术进步条例》第17条第2款、《天津市科学技术进步促进条例》第24条、《广西壮族自治区科技创新条例》第14条第3款、《辽宁省科技创新条例》第15条第1款等，均对从事新技术研发的企业给予研发加计扣除、科研设备加速折旧或技术转让税费减免等税收优惠。
二是更为重视对新技术应用阶段的激励，且主要通过政府采购、金融支持等方式给予相应支持，如上海、重庆、江苏等省份。《上海市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条例》第27条、《重庆市科技创新促进条例》第62条第3款等规定，通过政府首购、订购等方式加大政府采购力度，推动新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江苏省科学技术进步条例》第68条，鼓励金融机构开发科技保险品种，为新技术应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等提供担保和保险服务。
3.5  行业监管
对于新技术新应用的行业监管尤为重要，从立法层面强化监管措施无可厚非，但也要注重新业态的培育，不能限制过严，因此地方省份普遍采取宽严相济的监管措施。
一是以鼓励创新、包容审慎为基调，制定了适用于新技术新应用全流程的监管规则，在有效防范技术风险的同时为科技创新留足发展空间，激发创新主体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探索更加开放的研发应用与试验，如上海、广东、江苏等。《上海市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条例》第51条第2款规定，应当采取鼓励创新、包容审慎的原则完善新技术的监管措施[27]。
二是在特定领域、特定阶段对新技术新应用开展伦理风险评估和伦理审查，引导和规范新兴技术朝着自主、安全、可控的方向发展，最终达到“筑牢堤坝，放水养鱼”的理想治理状态，如上海、广东、江苏等。《上海市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条例》第56条第3款、《广东省自主创新促进条例》第70条第3款、《江苏省科学技术进步条例》第78条第2款等，都要求对新技术新应用，尤其是对涉及生命健康和人工智能领域的研发和应用阶段，必须进行伦理评估或伦理审查。
4   结论与建议
4.1  研究结论
上述分析表明，中国各省份的地方立法已经充分意识到了新技术新应用立法的重要性，并尝试通过制定或修改科技创新条例予以规范。一方面，这些先试先行的宝贵经验不仅为地方推进新技术新应用的研发、应用、推广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法律支撑与制度保障，也为健全和完善新技术新应用立法体系提供了重要的立法思路和实践经验；另一方面，结合新技术新应用的发展现状及其引发的社会问题不难发现，现有立法仍存在许多进步空间，需要进一步优化完善。
一是从立法模式上看，地方立法普遍采用促进型模式，符合科技发展规律及其阶段性特征，有利于保持创新研发动力。伴随科技发展规律和作用的演化，科技立法的作用呈现阶段性变化特征，科技立法的作用最初是推动人们发现和遵循科技发展的规律，促进科学的发展，科技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同时产生的负面作用以及伦理等问题更加突出，因此科技立法更加强调对技术的规制，通过对科技发展的有限制约，为科技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制度保障。目前，新技术新应用正处于冉冉升起的初期阶段，采取宽容失败的促进型立法模式更符合鼓励创新、包容审慎的立法理念，更有助于保持科技创新的生命力[28]。
二是从立法体例上看，章节设计采取条款或款项的方式有效避免了“大而全”的弊端，但也导致位置分散、问题意识淡化、系统性薄弱等问题。地方条例统一将新技术新应用问题作为科技创新的一部分放在综合性立法中，各个地方条例中涉及新技术新应用的条文数量相对较少，相关内容所处的章节位置也较为分散，且多数以款项形式呈现，这样的章节设计不仅容易导致有关新技术新应用的问题意识淡化，而且无法系统性、全方位解决新技术新应用领域的问题。另外，现有条例的普遍做法是，在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产业发展、监管评估等新技术新应用活动中选取部分环节进行立法规范，虽然从表面上看似乎在一定程度上避开了“大而全”的弊端、呈现出“小而专”的特点，但由于缺乏完整的制度规范体系，导致制度设计存在系统性薄弱问题，因而也只能调整新技术新应用领域的“冰山一角”，治理功效犹如杯水车薪。
三是从立法内容上看，相关条款呈现出不同的立法侧重体现了地方特色和特殊诉求，但仍面临推广激励不足、法律责任真空等问题。值得肯定的是，面对新技术新应用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地方立法积极行动[29]，主动落实科学技术进步法的相关规定，为新技术研发、应用与推广等技术创新活动提供了明确的行为规范。第一，紧密围绕地方特色和发展需求，在新技术研发、应用、推广领域采取因地制宜的立法选择；第二，着力支持新技术在社会治理、产业创新或企业管理等领域的创新应用，赋能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培育与发展；第三，有选择性地实现新技术的示范与推广，通过在推广方式和推广内容上的立法倾斜，优先实现重大科技成果向实现生产力的转化；第四，采取鼓励创新、包容审慎的管理原则，不仅为新技术新应用提供了税收优惠、人才支持、政府采购、金融支持等多元化政策支持，还采取了适用于全流程的包容审慎式监管措施以及针对特定领域、特定阶段的伦理审查，从而有效防范新技术应用风险。
然而，地方立法在推广激励、法律责任等方面仍有进步空间：第一，科技成果的示范推广是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环节[30]，但现有激励措施却只局限于研发和应用两个环节，唯独未涉及推广环节；第二，地方立法以鼓励创新为宗旨，着重泼墨于保障创新主体的合法权益，但却忽视了权利和义务的对等性，有违权责一致原则，导致倡导性或鼓励性条款与法律责任条款存在“前重后轻”的设计问题，将违法后果置于真空地带。
4.2  研究建议
一是采取促进型立法模式，探索专章或专门立法的系统性制度设计。结合现阶段新技术新应用的发展水平以及地方立法实践，应采取促进型立法模式，充分保障技术自由。目前可率先突破采用专章的形式对新技术新应用予以规范，等到新技术发展到一定的成熟阶段后，再考虑是否通过制定特殊领域特殊立法的方式予以专门规范。另外，应充分发挥地方立法既置身于国家科技法律体系之中、又置身于整个地方性法规体系之中的制度定位优势，在上位法尚未界定的真空地带进行积极探索，逐个突破新技术新应用中的难题。
二是固化地方立法的成熟经验。扎根区域特色和地方差异性，兼顾科技制度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立足当地科技事业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为新技术新应用营造公平合理、包容宽松的生态环境。结合“新技术新应用+”的思维框架，支持新技术在重点场景创新应用，充分发挥新兴技术与传统领域的嫁接和升级作用，推动优势产业朝着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加快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应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未来产业。加强重要科技成果转化示范项目建设，重点推进具有重大价值和市场前景的新技术新产品转化应用。构建多元化政策支持体系，灵活运用财政投入、税收减免、研发加计扣除等多元化优惠政策；合理调整政策比例，加大普惠性政策支持的力度，减少对企业点对点的资金支持；增加政府采购，进一步提高政府采购对于企业技术创新的需求带动作用，探索优先采购、采购向中小企业倾斜以及关键领域新技术新产品用户补贴机制；加大金融支持力度，降低企业开展科技创新的融资成本，完善补充机制，例如对中小微企业政策性融资担保基金不进行营利性指标考核，并设置合理的代偿损失率等。建立健全包容审慎机制，优化监管沙盒模式，完善伦理风险评估和伦理审查，加强新技术新应用在研发、应用、推广等环节的全流程监管。
三是填补治理短板和真空地带。加大对新技术及其成果的示范推广及其政策支持力度，加快推进科学技术向科技质量和生产力效能的转化。调整监督体制和法律责任并重的规范设计，完善倡导性条款的违法结果，让倡导性规范具有一定的强制性；明确并细化法律责任体系，加强可操作性与执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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